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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模式:近代中国 

兼顾通商与维权的尝试 

杨勉 

(四川师范大学 商学院,成都 610101) 

【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列强威逼,先后开放数十个口岸｡开埠通商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发展经济,

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又可能开门揖盗,给列强侵略中国提供便利条件｡在通商口岸中,租界与治外法权是最具象征意

义的存在｡列强利用租界及其市政当局,干涉中国司法行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是近代通商口岸的通病｡如何兼顾通

商与维权,取开埠之利而避其弊,成为近代国人思考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宁波作了积极尝试｡开埠过程中,宁波当

局自定章程,坚持不设租界,在采取措施促进通商贸易的同时,将已由外国人管理的巡捕房收回自办,体现了鲜明的

对外开放和抵制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意识｡“宁波模式”不仅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新开口岸的仿效楷模,对今日改革开

放中有效处理对外通商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也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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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treaty port)是近代国人认知中的“国门”,启闭之权,操之于己｡①
前近代时期,“国门”大多关闭,仅留广州一口

允许中外通商,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中外交通需要,因而至少从康､雍时期的“礼仪之争”开始,西方列强就试图使中国门户洞开,

在沿海或沿边地区找到更多“入口”,但未遂愿｡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乘战胜之余威,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开放口岸｡截至甲午

战争结束,中国迫于东､西列强压力,开放了40余个通商口岸｡②1宁波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口”之一｡ 

                                                        
1①Hosea Ballou.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中朝制度),Revised Edition,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13, 

p. 207. 

②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以前已开商埠》统计,截止 1895 年,中国已开商埠 40处｡该统计资料载《历史档案》1984

年第 2期,第 54-56页｡另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札附录《开放通商的口岸及其设关年表》统计,1895 年,中国的通商口岸总数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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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形势各异,口岸初开之时,未能整齐划一｡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逮至清末,在“民族主

义”者的抗争下,“通商口岸”的内涵发生变化｡黄遵宪曾把清季中国口岸分为上海､厦门､宁波三种模式｡上海模式租界行政､司

法､警政诸权均掌握在外人手里,主权丧失最多｡厦门在鼓浪屿设“公共地界”,尽管实质上也是租界(公共租界),却避开了“租

界”之名｡宁波处在“条约口岸”与“自开商埠”之间,特点在于不设租界,中外商民杂处,工程建设及警政均由中国政府操持,

主权丧失较少｡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试图在苏､杭等地推广宁波的做法,与英､法等国进行了艰难的外交谈判,取得一些成效,后

来又在中国自主开放的商埠推广实施｡① 

“宁波模式”的存在,为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国对外开埠通商,从兼顾商贸与捍卫国家主权的维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资

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但既有研究却不无偏至｡质言之,迄今学者大多关注宁波开埠体现的经济属性,忽略了“宁波

模式”具有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特质,偏重强调宁波开埠对鄞县及浙江经济社会产生的区域性作用,却未注意到“宁波模

式”的全国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内涵拓展工作,以就正于学界同仁｡② 

一“宁波模式”的形成及其内涵 

外国人到宁波经商始于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这一年,经清廷批准,定海于衜头泥城内设立“红毛馆”,标志着外国人到宁

波做生意的开始｡③1842年《南京条约》成立,当年8月29日鄞县江北岸辟为商埠,作为县治所在的宁波,成为全国开埠通商五口之

一｡1843年,法､美两国援英国之例,各于宁波设领事一人｡1869年11月(同治八年十月),经当事国协商,奥匈帝国在华事务由英国

领事兼管｡1871年(同治十年),普鲁士设副领事一人驻扎宁波,荷兰､瑞士､挪威也随之设副领事,驻在宁波｡ 

从进出口贸易维度观察,宁波并非理想之地｡开埠头五年,其贸易额从50万急速下降至5万(以下)｡英国领事在分析该埠外贸

额下降的原因时抱怨说:“宁波的对外贸易似乎是不会繁荣起来的｡我们在这里遭受失败的原因很明显,上海把一切东西都吸收

到它那里去了,把过多的进口货送到这里,同时还把原来准备到宁波来的茶商吸引到他们那儿去了｡”④这种状况,使人怀疑在宁波

开埠的价值,以致有人建议用其它口岸来取代它｡⑤宁波开埠初期的外贸数额虽不理想,但其商埠建置却在众多条约口岸中独树一

帜,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宁波模式”,足以称道｡ 

“宁波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不设租界,通商场地建设与管理亦有中国地方当局参与｡开埠之初,英人选中宁波江北岸一块

空地入驻｡以后几年间,因美､法等国商民接踵而至,该地很快发展成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场所｡不过,该地段事先并非无人居住｡在

外人侨居宁波之前,已有不少中国木材商人居住其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宁波一度被“长毛”占领,大批华人为“避难”迁徙至

此,形成“华洋杂居”的商埠格局｡⑥ 

针对这一情况,兼任法国驻宁波领事埃丹(B.Edan)曾向中国政府提出在江北岸建立法国“专管租界”的要求,因美国驻华公

使蒲安臣及英､俄公使反对,清政府对此表示拒绝｡⑦
以后宁波一直未建设任何形式的租界｡对此,美国学者马士曾不无遗憾地表

示:“这个口岸的贸易假如能发展起来的话,无疑会像上海一样,划出一块专给外国人侨居的区域,可是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做到,

只是指定一块外国人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区域｡”⑧2 

                                                                                                                                                                                              

30 个,其中尚包括《马关条约》规定开放､但实际开放时间推迟到两年后的几个口岸｡表见: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附录九,“总税务司通札第 1535号”｡两个材料出入颇大,因 40处说系依据档案,故采纳是说｡ 
2①清季类似“宁波模式”的口岸还有营口｡据《营口县志》记载:“营口自通商开埠以来,并无租界之名｡其领事､洋商皆购地自筑

馆舍,与吾华民交错,同受官司之保护｡迄今百余年,相安无事｡遇有财产纠葛,则质诉于华洋诉讼裁判所｡洋员但列席旁听,并无会

审之纷呶｡”营口开埠时间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晚于宁波,应该受到宁波模式的影响｡杨晋源修､王庆云纂《营口县志》上,1933

年石印本,第24页｡ 

②目前有关近代宁波开埠的研究不多｡国外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H.B.Morse,The Trade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中朝制度),Revised Edition, 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13;John King.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on th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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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埠为何坚持不设租界?就近代国人的观感而言,租界是列强对中国主权实施侵犯的集中体现｡以租界对中国司法行政

权的干预而言,由于租界享有“自治”地位,中国差役无法入内辑捕人犯,于是租界成为不少刑事罪犯逃避官府依法问罪的栖身

场所｡各色人等杂处其间,鱼龙混杂,一些社会不良分子借以作奸犯科,危害社会｡顾维钧曾严厉指责早期来华外人的不法行

为:“17世纪和18世纪中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特点就是不尊重中国的法律｡这些人不是冒险家,就是亡命之徒,……他们唯一的欲

望是要在新的土地上发财致富,为这一欲望所驱使,至于当地法律要求什么,禁止什么,那是没什么关系的事｡”①顾氏所说的情况,

到19世纪中后期仍无改观｡ 

与租界相关,“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也是一个让近代国人痛心疾首､必欲废之而后快的存在｡在中

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时代,其表现形式为“领事裁判”,适用范围包括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涉外诉讼｡由于外国

人的活动大体被限制在通商口岸,因而主要表现为通商口岸内涉外诉讼案件的处置｡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基本上是独立行使司

法主权,不容许来华外人置身法外｡这种作法无可非议｡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完全有理由要求进入其统治疆域的

外国人服从其法律｡事实上,近代来华的一些外国人并不完全抵触在中国境内适用中国法律｡②然而,自1844年“领事裁判”被写

进《望厦条约》起,中国不再享有依照自己的法律处置涉外案件的权力,“条约口岸”也因此成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开辟却不受

中国法律管辖的“飞地”(exclave)｡③ 

宁波外国人“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先是采取中外联合执掌方式｡开埠之初,因警务所需,浙江地方官派遣兵丁8人进驻商埠

维持秩序,受政府任命的税务司指挥｡随着外国人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好事之徒,勾结中国地方无赖危害地方｡宁波商埠在与英､法

两国领事协商之后,决定设立巡捕房,制定巡捕房章程｡按照章程,中国每月补贴巡捕费500元,巡捕房可以设总巡1人,散捕5名,写

字1名,管巡委员1名,另由中方拨“卫安勇”5至10名,倘遇非常之事,帮同巡捕｡章程规定,巡捕负责轮班巡查大街小巷,维持治安;

若抓捕无领事官所管之外国人,须有管带委员之执照方可抓捕;如遇有领事官管束的外国人,必须有该国领事官执照方准抓捕;巡

捕拿获中国人应交中国地方官,拿获外国人交其本管领事｡④不难看出,开埠之初,宁波实施的是中外“联合管理”的制度｡ 

由于税务司及捕房监带均为外国人,因而“联合管理”对中国来说不过徒有虚名,“治外法权”仍部分存在｡针对这种情

况,1880年以后,宁波地方当局决定将“居留地”的警政权完全收回｡为此,宁波当局专门制订了《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规定

巡捕房所用经费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由外人担任的捕房监带须由绍宁道台任命,巡捕在界内逮捕华人及条约国人,须持有道台

发给的逮捕状,并有巡捕房监带签字,方可执行｡通过这一规定,宁波商埠的“治外法权”于无形中完全取消｡ 

1898年,经税务司建议,宁波设立了专管市政建设的工程局｡其下设董事会,董事长由中国政府聘任外国人担任,其它董事员

额中外各半｡工程所需经费通过商民捐赠和公共事业收入筹措｡为筹集经费,宁波开征了3文一包进出口货物的码头捐｡此外,各商

行各捐助100元,以开其端｡资金筹集进展顺利,短时间内各行捐款便达到所需数额,有力支持了商埠工程局的建立与运作｡⑤这一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53;以及斯波义信的《宁波及其腹地》,见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69-526页｡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张洪祥著《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

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

个商埠》,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这些著作为本项研究作了重要的基础铺垫,但大多不是专门研究宁波开埠者,唯一的例外是

郁东明､郑学溥所编书｡ 

③《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6号,据未著纂修人名氏1935年铅印本影

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总第2333页｡ 

④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9页｡ 

⑤〔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4-405页｡ 

⑥张洪祥著《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⑦En-sai Tai,Treaty Ports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8,p.74. 

⑧〔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卷,第 4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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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在租界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时人称宁波江北岸为“外国通商场”而不以“租界”目之,应当有其依据｡⑥3 

不宁唯是,宁波人还将英国人修建的连接鄞县县城和商埠区的新江桥赎回自办,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自决意识｡该桥建于1862

年,由英国人出资修建并管理,中国商民过桥都要向英商缴纳“买路钱”,过往商人为之苦恼不已｡为改变这一状况,宁波商民于

该桥建成15年之际,筹资万元,将其赎回,宣布从此不再收费,为商民带来极大方便｡① 

适应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管理之需,海关也很快建立起来｡1858年,《天津条约》议定各口以洋人为税务司,按沪海关的章程,划

一办理｡1859年,宁波设税务司,别立新关,开始按章征税,时称“浙海关”｡②从建制上看,浙海关和其它海关一样,虽由外国人担

任税务司,执行外国人制定的移植于国外的海关制度,但其官员属中国政府雇员,领取国家薪俸,海关及常关税收大部分作为“国

用”和“省用”,小部分作为“关用”即海关自用,并无丧失主权的嫌疑｡ 

二、宁波开埠后工商经济的发展状况 

问题在于,宁波不像其它口岸那样设租界,行政管辖权由中国官方掌控,对外国人在宁波的所作所为多有限制,一个可能的后

果是外国人对宁波的兴趣降低,这会不会影响宁波开埠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首先应当看到,尽管开埠之初商贸状况不如人意,但宁波开埠通商有诸多有利的环境条件｡宁波是鄞县县治所在,该埠属东海

区域,离县治北三江口19公里出镇海口即达外洋,有对外交通之便｡由于通海,宁波民性通脱,善于经营,故历史上多出境殖材而于

本乡无所拓展｡史志所述当地市易之事,“十居七八,皆吾甬通商开埠后之遞衍情形”
③｡就土地与人口而言,1939年12月底,宁波

面积为5,511.37平方市里,人口768,983人,平均每平方市里为139.52人,在浙属各县市里排名第五｡④从自然与人文地理两方面看,

宁波都具有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这恐怕正是英国人选择宁波作为中国最早几个通商口岸之一的原因所在｡ 

从通商效果上看,尽管英国领事曾抱怨宁波在上海阴影下外贸难以发展,但靠近上海也不是绝对的不利条件｡宁波开埠后,贸

易有起有落,在清代咸丰及同治年间达到最盛,其中的原因就与上海有关｡因为当时宁波为新辟商埠,国际交通频繁,国内则因清

政府镇压太平军起义,各省道路梗塞,只有宁波较少受到影响,与上海交通不绝,故海上船只汇集,外商接踵而至,进出口贸易颇为

兴盛｡⑤ 

商贸的繁盛需要依托产业经济发展｡在宁波众多产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编织业｡自开埠通商,洋纱输入,

家庭纺织业破产之后,宁波妇女普遍从事家庭编织⑥,东乡妇女则多结渔网为生｡此外,提花业在家庭工业中亦占相当地位｡提花亦

称“刺绣”,其先由宁波仁慈堂的法国天主教徒教习技艺,从之者众,产品以手帕台面椅套为主,运销海外｡法国人经营此业,颇守

秘密,嗣邑人知之,起而效尤,到民国初年从事这一行业者有30余家作坊,工人2,000余名,散处各乡者,亦凡千余人｡工资以件计,

如裙衫绔等每件自3角至4元不等,普通每人每月得10余元,提花之先又需要写花,则由男工充之,每件工资5分｡总计该埠刺绣年销

售额多达数十万元,不仅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还有力支撑了当地经济的发展｡⑦ 

与传统手工业相较,宁波近代工业起步较晚,且无大宗生产｡惟当地人具有冒险性,习海善航,故与西人接触较早｡开埠之初,

                                                        
3①V.K.Wellington Koo,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New York,1912,p.64.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走向近代

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②卫三畏《中国总论》卷2,第460页,转引自:〔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26页｡ 

③〔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④《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350-2356页｡ 

⑤《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389-2390页｡ 

⑥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第 327-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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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舶驾驶工十之八九为甬籍,机械制造工人甬帮亦属不少,此两类皆为外国资本之雇佣,并非近代意义的民族工业家｡⑧4甲午之后,

受战败的刺激及日本维新变法走上强盛之路的影响,国内风气渐开,近代民族工业开始发展,宁波也和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

一样创设了纺织厂｡1895年,宁波开设了浙江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宁波通久沅纱厂”｡1905年,更大的民族工业纱厂“和丰纱

厂”创建｡以后该业逐年发展,到1930年代初,宁波纺织业已成规模,产量上升,若将200余家小型织布厂计算在内,年生产总值超

过1,000万元｡①纺织业之外,宁波规模化的近代工厂企业不多,资本总额有数据可稽者合计为2,752,500元,营业总额10,988,218

元｡以出产品之价值排列,第一为纺纱,第二为棉织与鍼织,第三为面粉｡②此外,宁波还有电气､榨油､机器碾米､罐头､卷烟及纺织

各业,并创立了“通泉源”自来水公司｡③截至1932年,该埠主要近代工厂企业的情况如表1｡ 

表 1 鄞县各大工厂概况表(1932年)④ 

厂名 性质 创立时间 已缴资本（元） 产品种类 年营业额 

永耀电力公司 股份有限 1914 年 12 月 747,500 电灯电力 513,218 

立丰面粉厂 股份有限 1931 年 1月 300,000 面粉 2,500,000 

和丰纱厂 股份有限 1907 年 1,500,000 纱 5,000,000 

正大火柴厂 股份有限 1912 年 60,000 火柴 700,000 

恒丰染织厂 合伙 1929 年 9月 15,000 布疋 1,000,000 

顺记机器厂 合伙 光绪末年 5,000 机器及修理 20,000 

美球铖织厂 独资 1915 年 4,000 鍵织品 450,000 

通利源榨油厂 股份有限 1906 年 80,000 棉油棉饼 80,000 

协记玻璃厂 合伙 1932 年 10 月 3,000 灯罩杯子 5,000 

如生筍厂 合伙 1921 年 20,000 罐头筍菜 160,000 

厚丰染织厂 合伙 1923 年 6,000 布 240,000 

顺兴泰记染织厂 合伙 1926 年 7月 12,000 布 100,000 

 

随着进出口贸易及工业经济的发展,宁波商业一度十分繁盛｡以经工商登记者为准,1931年,各类商铺共计5,599家,1936年增

加为7,444家,在浙江74个市县中位列第3名,仅次于杭州和绍兴｡以类别言,宁波发展最多的是饮食店与食品贩卖,其次是日用品

与杂货,再次为纺织品､林产品､化学品及金属制品等贩卖;数量在100家以上的有钱庄业､运输业,农､水､畜业及草木藤竹等产品

贩卖｡就资本多寡而言,排列第一的是钱庄,第二是饮食品与纺织品贩卖,第三是旅馆业与杂货材料及制品贩卖,资本在10万元以

                                                        
4①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0页｡ 

②《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332页｡按照汤象龙的研究,浙海关于1861年设税务司,开始按章征税｡参见:《全国各海关开

关时间表(1860-1910)》,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页｡ 

③《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1949页｡ 

④《各县面积及人口密度(1939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2册“浙江经济统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年版,第22页｡ 

⑤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第28-29页｡ 

⑥在编织业中,草帽编织是宁波优势传统产业｡据地方志记载:草帽业之兴迄今凡30余年,妇女以编织为生者不下10万,行商数十

家,贩户3000余人,运销外洋,值千余万元,其关系民生之巨,可以想见｡后因海关关员滥征关税,致使商民盈利减少,到1927年以后,

逐渐凋敝｡参见:《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71-2072页｡ 

⑦《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71-2073页｡ 

⑧《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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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50万元以下者共14个行业,余皆数千至数万,总额为142,158,870元｡⑤ 

在宁波的销售业中,茶叶销售占较大份额｡宁波在1939年只有茶厂茶行3家,但经营出口茶叶的数量却很大,该年,宁波对上海

､香港销售的各类茶叶共计182,424公担,价值44,245,798元,而同期温州的茶叶销售只有40,964公担,价值2,577,519元,就价值

而言只相当于宁波的5.8%｡⑥5 

工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金融业的一度繁荣｡据1935年6月的调查,宁波共有银行9家,主要是国有银行如中央银行､中国通商

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银行的分行和支行,其中宁波实业

银行与厦门商业银行先后停办,另外开办了一家浙东商业银行;1930年,宁波成立储金汇业局,有3处邮局兼办储金业务;上海各保

险公司也在宁波设立代理人,以兜揽保险生意｡①
1935年,宁波设立县农民放款处,向浙江地方银行投资,委托该银行鄞县分行代办,

以扶持农业经济发展｡②1939年,浙江地方银行调查科对省属各县货币流通情况展开调查,在所属52县中,鄞县的货币流通总额为

1,017万元,居浙属各县首位｡③宁波传统钱庄也十分发达,1871年,该埠只有一个钱庄,1912年增加到17家,1935年则达到58家,仅

次于总数80家的杭州,与绍兴并列浙省第二｡④ 

工商经济的发展,为作为口岸城市的宁波从事进出口贸易奠定了基础｡从统计数据上看,宁波进出口贸易在 1931 年之前尽管

因“革命”而两度曲折,总体仍呈上升趋势｡以进口贸易为例,具体情况如图 1所示｡ 

 

从图1可见,1900年至1932年间,宁波的洋货进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最多的1930年,进口价额高达22,728,184两,最

差的1912年,即便是受政权鼎革影响,亦有6,562,473两｡但宁波土货出口状况却不太理想,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其土货出口,最

                                                        
5①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第35､113页｡ 

②《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62-2063页｡ 

③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第35､113页｡ 

④从燃料上看,该埠所用燃料除棉籽壳为榨油厂之副产品外,柴油均取给于英､美两国,煤之消耗约16000顿,其来源70%为开滦,余

为安南｡动力以蒸汽为最多,电力次之,柴油引擎又次之(《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64-2065页)｡另据1939年统计,浙江鄞

县各业,在棉织及针织业资金不满2,000元未计的情况下,其工厂数为14家〔详见:《浙东各县原有各业工厂概况(1939年)》,郑成

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133､115-119页〕｡ 

⑤《战前各市县商业登记家数(1936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2册“浙江经济统计”,第146页｡ 

⑥《宁波温州出口茶叶数量(1939 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 22册“浙江经济统计”,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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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年份为1932年,货值仅有221,810两,与同年进口数量7,294,126相比,逆差达7,072,316两｡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埠土货出口数额偏小,该埠从国内其它口岸输入的土货却数额较大且增长甚快,从1924年到1928年,四

年之间增长了43.34%｡⑦这种情况反映了宁波本地土货生产的不景气或至少是种类偏狭,导致对它埠土货需求的增加｡尽管如此,

宁波的工商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状态｡由于国家税收与经济状况呈正相关性,工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税收奠定了基础｡据浙省财

政厅统计,1938-1940年,浙属各县实征营业税,鄞县1938年为337,234.97元,1939年为891,386.32元,1940年为1,119,293.16元,

远超第二名的绍兴,居浙属各县之首｡⑧6 

在政府税收中,海关税是一重要税种｡由于雇佣外国人管理海关,制定了现代海关收支管理制度,海关税收应能更为准确地反

映作为商埠的宁波经济及商贸的实际｡ 

 

由图 2 可见,从 1887 年到 1910 年 32 年间,宁波海关税收经历了较大的起伏变化｡截至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一年 1893 年,宁波

海关税收呈上升趋势,达到最高值 1,332,161 关平两｡甲午战后,海关税收大幅下降,1898 年降到 702,029 关平两,以后一直在 60

至 70 万之间徘徊,再也没有达到 1893 年的水平｡然而,即便是处于下降阶段,若横向与近代中国第一批开埠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

相比,除了上海地位居绝对优势无法相提并论外,宁波的状况并非最差｡ 

                                                        
6
①《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449-2450､2459-2463页｡ 

②伍廷飏《浙江省经济建设之进展》,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41页｡ 

③《(浙江)各县通货流通概况(1939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170-171页｡ 

④《战前各重要市县历年钱庄家数(同治八年-民国二十四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182页｡ 

⑤《近34年来本埠对外贸易价额统计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65-2267页｡ 

⑥《近34年来本埠对外贸易价额统计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65-2267页｡ 

⑦1924年为1471.86万两,1925年为1355.92万两,1926年为1441.47万两,1927年为1502.87万两,1928年为2109.75万两｡参见:《历

年土货输入价值总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16页｡ 

⑧《各县近三年度营业税实征数(1938-1940)》,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 22册“浙江经济统计”,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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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关税为例,合计宁波在1907至1910年这4年间,距海关50里内常关税收总额为404,032两,虽比不上广州(1,271,381)､福

州(773,643),但也明显高出于厦门(295,685),为其总数关平两的137%,占全部四个口岸常关税收2,744,741的14.72%(参见图3)｡

考虑到浙江还有杭州等重要海关分润,宁波常关的税收数额还是大体正常的｡ 

从进出口总值及其与全国贸易额的比率上看,1900年,宁波进出口总额为15,227,370关平两,所占比率为2.69%,与1908年并

列,为此后33年间最高值｡之后各个年度的数值变化较大,基本上,1910年即辛亥年之前尚能维持在2.0%及以上水平;1918年降到

最低点,仅为0.83%;直到1930年代初,才回升至1.5%｡①这样的百分比当然不算高,但在做出上列统计的1930年代初,中国各类商埠

数已逾百,宁波口岸能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占这样的份额,也是十分难得的｡ 

不过,宁波开埠后商贸发展并非一直平顺｡清咸､同时期该埠进出口贸易一度达到鼎盛,之后就由盛转衰｡民初甬曹路与奉新

路接踵兴建,各地可直接通往省垣,陆路交通较前方便,海上交通则本非宁波独占,于是宁波以水陆交通支撑的商业枢纽地位逐渐

丧失｡②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宁波的商业经济再度受到打击,“各业营业多逊于往昔”③｡不过,仔细观察则可发现,宁波近代经济

与商贸经历由盛而衰,更多的是受到商路变化以及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不宜归咎于宁波的开埠模式｡前引大量经济数据表明,

宁波当局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不设租界,并自主控制该埠行政与司法,对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并不因后来国内大环境变化带来的不良印象而有所减损｡ 

三、“宁波模式”在清季商埠建设中的推广 

宁波商埠作为一种条约口岸模式被官方倡导推广,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时｡该条约第6款对中国新开放商埠及其商务､税

                                                        
7①《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统计总表(清咸丰十一年至宣统二年)》,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

第76页｡ 

②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第 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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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等作出规定｡朝廷对此不满,急令补救｡④张之洞于奉旨议复时提出19条对策,其中第一条就是推广“宁波模式”｡他在奏折中强

调:“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佣洋人充当｡今日本新

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当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

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辑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雇人办理｡中国官须力任诸事,必为妥办,不准日本人自设巡捕,以

免侵我辖地之权｡”⑤ 

《马关条约》签订后,黄遵宪受刘坤一委托,与日本领事珍田舍己会谈,商订苏州开埠事宜｡谈判中,珍田主张按约指地,设立

专管租界｡黄遵宪据理力争:“凡条约所已许者,能挽回而补救之;条约所未许者,亦未尝授人以隙,妄增一字｡”⑥他驳诘珍田

说:“新约所许,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不仅如此,黄遵宪还特意撰

写《商埠议案》,从五个方面强调了中方立场:其一,埠内土地日商可“分赁”但不能“独租”,以抵制其设立“专管租界”的企

图;其二,埠内道路属公用性质,不征地租,以避免日人专有;其三,土地租期限定10年,到期归还,避免了长期租用和永租制;其四,

埠内华洋杂居,华人由中国自管;其五,埠内公共设施由中方建设,中方操控公务局之权｡⑦规划如此细致,可见黄氏为抵制日本在

苏州建立租界,用心何其良苦｡ 

然而,珍田不愿让步,当月下旬即赶赴杭州,企图迫使中方同意将西湖旁一块地段辟为租界｡但中方坚持,仅同意在拱宸桥外

划一块地作为日本人的“居留地”,并抢在日本人之前,按照宁波模式,在该地段铺设马路､设立捕房､建立海关,试图让日人就范

｡与此同时,总署亦借口“浙江系照宁波章程,一省之中不能两歧”⑧8,拒绝了日本方面在杭州商埠划定租界的无理请求｡ 

1896年夏,新任日本驻杭领事小田切与浙江按察使聂缉槼重开谈判｡小田切坚持冠以“租界”名称,中方只同意称之为“通

商场”,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同意改用兼具reservations(居留地)和concession(租界)含义的“Settlement”的中文译音“塞德

耳门”作称谓｡①虽然在稍后订立的协议中,中方同意划出拱宸桥一带1,800余亩土地为“福连塞德耳门”(Foreign Settlement),

其中一部分为日本“塞德耳门”,但协议明确强调,日商只是商埠中的“侨民”,中国官府依约保护其“合法权利”,日商不得违

反中国法律,否则将按照中国法律惩处｡此外,埠内所有建筑设施由中国工程局办理,警务由中国官府及其委任的税务司会同管理

｡② 

不难看出,杭州“塞德耳门”与宁波“通商场”相似,却与日本谈判代表主张的“专管租界”相去甚远,很明显是在实践黄

遵宪的《商埠议案》｡与此同时,苏州的谈判也因黄遵宪态度强硬,日领珍田倾向让步｡然而,日本新内阁不承认中日事先商定的条

款③,置苏､杭已展开的谈判于不顾,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在苏杭建“专管租界”,甚至不惜以威海卫撤兵问题相威胁｡清廷

被迫与日本签订《中日通商公立文凭》,规定新开通商口岸为日本“专管租界”④,中国通过外交谈判抵制日本的努力未能如愿｡ 

不过,认真检讨日本租界章程及开埠情形则可发现,中国并非满盘皆输｡虽然日本依约于1897年春在新开商埠建立了“专管

                                                        
8①《洋货土货进出口总值指数及对全国贸易额之百分比率》,《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83-2285页｡ 

②《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364-2365､2393-2394页｡ 

③1926年上半年,宁波“各业均属平稳,入冬后值国民军兴,本埠受军事影响,居民迁徙,交通梗阻,各业营业多逊于往昔”｡见:

《历年洋货输入价值总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16页｡ 

④《谕李鸿章王文韶等此次议约关系国计民生甚巨慎毋含混迁就(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王彦威等编《清季外交史料》卷

11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辑5,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023-2024页｡ 

⑤《署江督张之洞致总署遵旨筹议日约补救办法电》,《清季外交史料》卷117,第7页｡ 

⑥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9页｡ 

⑦吴天任著《黄公度先生(遵宪)先生传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

第136页｡ 

⑧《浙江巡抚廖寿丰上书总理衙门和两江总督(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转引自:金普森､何扬鸣《杭州拱宸桥日租界的几

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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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但日本人的行为仍有所限制｡以苏､杭为例,在地理位置上,杭州租界被置于离城数公里的拱宸桥一带,正符合中方的位置

设想,而日本却未实现将租界设在西湖边上的初衷;苏州租界虽邻近城区,但按照该埠日租界章程,沿河数十米城根空地“暂作悬

案”,日本人“不得在该地面上有所建造”｡⑤
在程序上,苏州官府改变以往任凭外商向地方民人分租的做法,在将土地出租之前,

将界内土地全部征收,外商若要租地,须向地方当局提出申请,租地面积与地价均有严格限制｡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日本“专管租界”之外还另辟公共居留地,并在相邻地带营建房屋街市,隐含自营通商场的意图｡公共

居留地之内,道路修筑及巡捕设置,或由中国地方官自办,或会同税务司办理,与日本租界的管理办法相去甚远｡关键在于,“公共

居留地”的设置将日本苦心孤诣建构的“专管租界”置于其中,使之失去进一步拓展的空间｡⑦这意味着,尽管迫于日本政府的压

力,中国用“宁波模式”抵制日本在苏､杭设立专管租界的努力没能取得成功,但作为亡羊补牢之举,这些措置也发挥了一定的维

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积极作用｡ 

不宁唯是,“宁波模式”内含的反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思想资源,还为清末民初中国政府

自主开埠通商提供了历史借鉴｡⑧ 

宁波属条约口岸｡相对条约口岸,“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对外开埠的一种全新类型,是甲午之后中国主动对外开放并抵制

列强侵略的产物｡1899年4月,总理衙门在一份咨文中指出:“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

所立之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

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以示区别而伸主权｡”⑨9可见在甲午战后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中,清政府也开始强调开埠不能忽略了

“主权”问题的重要性｡ 

在具体操作上,“自开商埠”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了仿照“宁波模式”的想法｡以福建三都澳的开埠为例,总理衙门奏称:“通

商场名目,开于宁波,厥后秦王岛､吴淞口继之,其巡捕房､理事厅､工务局各章程,俱得由我自主｡三都澳既自开商埠,诚与各处租

界不同,所有该埠筹办事宜,应由该督查取宁波等处章程,参酌办理｡”①不仅三都澳仿照宁波,后来湖南岳州开埠通商,也参考借鉴

了宁波的做法｡② 

由于具有抵制外国人强设租界侵我主权的意识,“租界”这一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名称大多被取消｡以吴淞为例,获准开埠

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除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情形之外,还饬令道台与税务司照其它口岸做法,将包括制订章程在内的有关事宜办

妥｡③按照刘坤一的要求,吴淞开埠章程规定:“吴淞自我辟埠,须专自管之权｡”明确指出该埠属于中国“自辟”,与“条约口岸”

有别,必须享有“自管之权”,不能设置外国租界｡根据这一章程,吴淞当局拒绝了日本方面开辟“专管租界”的请求｡④ 

                                                        
9
①陈善颐《杭州拱宸桥日本租界划界交涉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

辑》第8辑,1964年,第144页｡ 

②《杭州塞德耳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75-678页

｡ 

③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66页｡ 

④其条约表述为:“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

章汇编》第1册,第685-686页｡ 

⑤参见: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95年第12期,第96-97页｡ 

⑥《苏州日本租界章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1-693页｡ 

⑦张建俅尝绘制当时苏､杭府城图,日本租界在该两城为公共居留地和中国自营通商场包围之形势,在图中清晰可见｡参见:张建

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95年第12期,第97页｡ 

⑧有关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研究,参见:杨天宏著《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本文写作

过程中,经作者授权,使用了该书中的部分材料与学术意见｡ 

⑨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上)》,《民国丛书》第二编第 58辑,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第 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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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与英､美等国展开的商约谈判中,中国的主权意识有了进一步体现｡由于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被迫开放更多口

岸,通商范围扩大,后续问题谈判争执益烈｡以中英谈判为例,双方主要分歧在于:商埠名称是按惯例称为“通商口岸”(treaty 

port),还是按照中国的意愿叫“自开商埠”(the port opened voluntarily by China)｡⑤
与此相关,所开口岸是要设立租界,由

外国工部局管理,还是不设租界,由中国自主管理?由于双方相持不下,张之洞告诉英方代表马凯,中国可适当变通,采纳英方将新

辟商埠称为“通商口岸”的主张,但商埠不能设租界,治安必须由中国政府自主管理｡考虑到即便口岸属中国“自开”,英国也可

通过对清政府施压,达到设立租界的目的,使中国无法取消“治外法权”,马凯就此让步,与张之洞达成妥协｡⑥最终双方同意将新

开口岸称为“通商口岸”,但在条约中载明:“凡各国人在各该通商口岸居住者,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及巡捕章程,与居住各该处之

华民无异,非得华官准许,不能在该通商口岸之界内自设工部局及巡捕｡”⑦这样,英国达到了将长沙等新辟商埠称为“通商口

岸”(treatyport)之目的,保住了颜面,中国也因坚持新开口岸属于“自开”,市政､工程及巡捕诸权操之于我,得到实惠｡这一貌

似“双赢”而中国所获更多的谈判结果,显然与“宁波模式”务实而不计较虚名的启迪有关｡ 

四、结论 

宁波在明代以前称明州,是浙江鄞县县治所在｡宋庆历七年(1047),时年27岁的王安石调鄞县知县,任职千日,为该县历史留

下了一笔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遗产｡也许是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也许还有更远的遗传基因,宁波人不安现状,勇

于开拓,富于创新｡在近代开埠通商问题上,这一特质明显体现了出来｡ 

在商埠建设中,宁波当局坚持权自我操,不设租界,商埠行政司法由中国自主管理,形成近代中国对外开埠通商独具特色的

“宁波模式”｡这一模式是列强对华军事及经济侵略背景下,国人不甘沦亡并尽其所能进行抵抗的产物｡⑧10
 

得益于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新因素的输入,宁波在开埠通商之后,社会经济一度有所发展｡然而,由于外国经济的强势注入,

以及上海作为新经济中心对附近地区的辐射,“宁波模式”自身的运作以及向其他条约口岸的推广,虽曾尽力,效果却不甚彰显｡ 

尽管如此,受其影响,在戊戌维新过程中,中国政府自主开放的通商口岸,却有效延续了宁波的开埠通商模式｡“自开商埠”的

设计师与建设者一开始就有仿照“宁波模式”的意识｡清末民初中国自主对外开放的数十个商埠,除东北的16个口岸属“约定自

开”稍显特殊外,大多是在借鉴“宁波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商埠基本没有设置租界,实施中国政府对商埠的自主管理｡

                                                        
10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福建三都澳开埠案(附岳州秦皇岛开埠案)》,机关号:01-20,全宗号:39-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62年整编｡ 

②湖南也参考了宁波的做法｡参阅:俞廉三《奏岳州开埠各事宜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编《湖南

历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56页｡ 

③刘坤一《吴淞新开商埠仿照沪界办理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电奏奏疏》第3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030页｡ 

④吴淞当局指出:“日本屡请在淞埠自辟专界,英美各国亦思效尤｡必须照会各国,作为公共居住之地,力杜日本狡谋,以保我自主

之权｡”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印行,第86-87页｡ 

⑤Hosea Ballou 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中朝制度),Revised Edition,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13, 

pp.231-253. 

⑥《马凯在武昌纱厂与盛宣怀等会议简记(1902年7月14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

商约谈判》,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2-133页｡ 

⑦《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07页｡ 

⑧以清末俄国人在中国强索租界为例｡《泰晤士报》1898 年 3月 7日刊载驻北京记者星期日电讯称:俄国人要求租借旅顺口和大

连湾,及修筑满洲铁路特权,如果五天内中国不接受,俄国就要动用军队｡俄国如此,其他列强也一样,可见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多么

严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 9册,中

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83-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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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1从这个意义上讲,“宁波模式”在条约口岸之外的推广成效,弥补了其在条约口岸内推广的缺憾,取得了某种成功｡ 

“宁波模式”以及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开商埠,其经验与价值在于兼顾对外开埠通商和维护国家主权,力图两全;在

中外谈判中,既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又有所变通,其艰难实践所体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务实灵活的外交谈判策略,对在今日中国对

外通商贸易中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11①《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 年 9月 5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册,第 107页｡ 


